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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20 世纪初，随着朝鲜汉籍陆续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陆续展开，孟森、

吴晗等史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 1949 年到 1992 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大陆学界对韩国史学的关注较
少，中国台湾出版了一批韩国史学史研究成果，延续和拓展了相关领域。1992 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
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领域都有一批学术成果问
世。回顾百余年来韩国史学史研究的历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呈现如下特点: 论文较多，专著较
少;专题性、叙述性的评介较多，全面系统的论述较少; 对韩国汉文史籍的关注较多，非汉文韩国史籍
甚少; 自说自话的论著较多，与韩国学术界的对话较少。针对这些问题，还需做更全面的努力，以推
动韩国史学史研究。
【关键词】 史学交流 史学比较 韩国史学史 中韩关系史

中国古代史学对朝鲜半岛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半岛在史书体裁、修史机制等多方面模仿中国
史学，形成了发达的史学文化，留下了《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等诸多汉文史籍。随着
中朝与中韩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学界对中韩古代史学的比较研究及韩国史学史研究，①都
有相当丰富的成果，但迄今尚无专文就其研究状况进行评述。因此，本文拟对 20 世纪以来的相关成
果略加梳理，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1992 年中韩建交对于中国韩国学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直接影响了相关研究的数量和质量。本文以 1992 年为节点，先纵向讨论 20 世纪初到 1992 年中韩
建交前中国对韩国史学研究的发展演变及主要成就，再横向探讨 1992 年以来相关专题的研究状况，
最后分析其特点与问题，以期推动该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1992 年中韩建交前的相关研究

1902 年，梁启超《新史学》刊行，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学术转型的标志。到 20 世纪 20 年代，
中国史学史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不过，中国学界对中韩史学比较和韩国史学史议题的关注，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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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朝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朝鲜王朝明史撰述研究”( 项目编号: 20CZS004) 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所探讨的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包括历史上的朝鲜史学，以及 1948 年朝鲜半岛南北分立后的朝鲜史学与韩国
史学，但后者重在韩国史学，且以 1992 年中韩建交作为研究时段划分标准。故而，文中除根据论证需要保留朝鲜史学、朝鲜古代
史学等用法外，以韩国史学、韩国史学史、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等用法为主，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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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领域相关史书、文献的利用，最初并无明确的学科意识，多强调朝鲜史籍对中国史研究的史料
价值。尽管如此，许多早期研究实际已囊括了史学史研究中的历史编纂学、历史观、史学思想、史官
制度等内容，因此 20 世纪初中国学界对朝鲜史籍的研究也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清末民初，“排满”风炽，推动了学界对明清史籍的关注与搜集。章太炎、张继都曾向朝鲜士人搜

罗“关系明清大事”的史书。① 20 世纪 30 年代初，《李朝实录》影印出版，②该书传入中国后，很快引
起中国学界特别是明清史学者的关注。孟森撰成《明元清系通纪》，吴晗辑录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
中国史料》，对学界影响甚大。魏建功亦将客韩期间购得的《皇明遗民传》影印出版。朱希祖、蓝文
徵、姜蛰盫等都关注过相关朝鲜史籍，③魏建猷、谢国桢、蒋逸雪、王崇武等针对朝鲜文献展开了专门
探讨，当时的中国学界已充分认识到朝鲜汉文史籍的重要性。④

1949 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学界出现了一些关于万历抗倭援朝战争的论著。除此之
外，较少涉及中韩史学交流和韩国史学的研究，⑤而港台学界成果迭出。朱云影在《中国文化对
日韩越的影响》中指出，韩国史学在史书体裁、修史制度、褒贬书法等多方面受到中国史学的深
刻影响。李光涛在整理和研究朝鲜文献上用力甚勤，成就卓著，先后撰成《记朝鲜〈宣庙中兴
志〉》《记〈李氏朝鲜实录〉》等论文。同时，在他出版的《中韩民族与文化》一书第二编即以《李
朝实录》为依据，介绍了朝鲜王朝编修的 36 种史书。⑥ 80 年代，宋史学者宋晞系统研究了正祖时
期( 1776—1800 年) 成书的《宋史筌》，撰写多篇论文讨论朝鲜文献《江汉集》。⑦ 王民信、何冠
彪、杜维运等考察了《檀君世纪》《皇朝遗民录》《东国史略》等朝鲜史书。⑧ 同时，《韩国学报》
《中兴史学》等刊物上译介了一些韩国史学论著。1979 年，韩国留学生权重达在台湾政治大学
完成博士论文，系统分析了《资治通鉴》对韩国史学的影响，⑨该文是较早研究中国史籍在朝鲜半
岛接受史的成果。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特别是 1992 年中韩建交后，学界对韩国史学的研究日渐繁荣，中韩关系
史、朝鲜史和域外汉籍研究领域均出现许多重要成果。首先是对中国国内图书馆所藏韩国古典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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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秦丽:《二十世纪初中韩士人的“排满”思想———以章太炎和郑乔为线索》，台北《汉学研究》第 37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
日本影印此书以《李朝实录》为名。20 世纪 60 年代初，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以《朝鲜王朝实录》为名影印了此书。在讨论 1949
年以前的学术动态时，本文沿袭原来习惯，称之为《李朝实录》。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多依韩国说法，称其为《朝鲜
王朝实录》，特此说明。
蓝文徵:《与刘盼遂书: 论郑氏〈高丽史〉》，《河南大学校刊》第 63 期，1934 年 12 月; 姜蛰盫:《记二吴本〈高丽史〉》，《河南图书馆
馆刊》第 4 期，1934 年 12 月。
魏建猷:《高丽刊本〈古今历代标题注释十九史略通考〉跋尾》，《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 27 期，1932 年 4 月; 谢国桢:《朝鲜李朝实
录纂修述略》，《中德学志》第 5 卷第 4 期，1943 年 12 月; 蒋逸雪:《校注朝鲜〈宣庙中兴志〉后记: 三百年前中韩合兵败倭之光荣
史》，《新中华》复刊第 2 卷第 1 期，1944 年 1 月; 王崇武:《〈明纪辑略〉与朝鲜辨诬》，《东方杂志》第 40 卷第 4 期，1944 年 2 月。
参见卢南乔:《高丽史编纂的史学基础和它所反映的中朝人民友好关系———为迎接科学规划委员会“出版计划”而作》，《文史
哲》1958 年第 11 期; 高鸣鹤:《〈三国史记〉与〈旧三国史〉和〈东明王篇〉》，《朝鲜史研究》1983 年第 5 期; 金锡亨: 《旧〈三国史〉
和〈三国史记〉》，路望译，《朝鲜问题研究丛书》第 2 辑，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刘昌润: 《〈隐峰野史别录〉叙录》，《文献》
1984 年第 1 期; 柳子明:《韩国爱国史学家申采浩》，《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 年第 2 期。
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6 年版; 李光涛:《中韩民族与文化》，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68 年版。
宋晞:《读〈宋史筌·高丽传〉》，《宋史研究集》第 12 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1980 年版; 宋晞:《黄景源〈江汉集〉
中的宋理宗论和宋端宗论》，《第七、八届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合刊》，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 1995 年版。
王民信:《王民信高丽史研究论文集》，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0 年版; 何冠彪:《记朝鲜汉人王德九〈皇朝遗民录〉》，《故宫学术季
刊》第 6 卷第 2 期，1988 年; 杜维运:《韩国史家用中文写的一部史书: 标题音注〈东国史略〉》，杜维运: 《历史的两个境界》，东大
图书公司 1995 年版。
权重达:《〈资治通鉴〉对中韩学术之影响》，博士学位论文，台湾政治大学，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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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整理、介绍，如黄建国、金初昇编《中国所藏高丽古籍综录》、李仙竹编《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
代朝鲜文献解题》等。另有，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张伯伟《域外汉
籍研究入门》等综合性研究论著。①

二、中韩建交以来的专题研究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正式建交，给中国韩国学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研
究也迎来了飞速发展。就有关研究专题而言，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韩国史学史专题，二是中韩史
学比较研究专题。二者虽然不能截然分开，但仍有比较清晰的界限。
( 一) 韩国史学史

魏晋至隋唐时期，受中国史学影响，朝鲜半岛已设立修史机构，并纂修了一些史书，形成了丰富

的史学文化。目前学界针对朝鲜—韩国史学的整体性研究成果较少，管见所及，仅田廷柱《朝鲜、韩
国古代史学略述》一文，将朝鲜古代史学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三国时期是朝鲜史学的发生和建立阶
段，统一新罗时期是发展阶段，高丽时期进入繁荣阶段) ，进而依次梳理了各阶段官私史学的成就。②

该文是较早对朝鲜古代史学进行分期和宏观考察的论文。此后，对朝鲜古代史学各发展阶段的研究
相继展开。

1. 三国时期与统一新罗时期的史学成就。据《三国史记》载，新罗曾设立机构撰修国史，高句丽
有史书名《留记》，《日本书纪》多次征引《百济记》《百济新撰》等史书，可见朝鲜半岛在三国时期已
有系统的历史记录。相传新罗崔致远也撰有《帝王年代历》。但三国、新罗时期文献资料多已失传，
客观上限制了学界对这两个时期史学的探索。
徐健顺依据《三国史记》《三国遗事》等文献对早期史书的引用、记录和朝鲜半岛早期史书的成

书状况进行了辨析。③ 同时，学界针对尚有文集传世的崔致远也多有研究。李东辉讨论了崔致远作
为史家的历史观，④王匡廷、刘洪峰分析了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在唐
罗历史研究中的价值。⑤ 除此之外，杨昭全考察了新罗名僧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及其史料价值，⑥

拜根兴强调了罗末丽初金石碑刻对研究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史料价值。⑦

2. 高丽王朝的史学。高丽王朝( 918—1392 年) 建立后在编修历朝实录、纂修前朝史等方面取得
了诸多成就，学界对此给予充分重视。杨渭生探讨了高丽时期史籍聚散、修史机构、史官任命、史料
搜辑等官方史学活动，以及当时主要官私史书的史学特色。⑧ 李凤圭考察了高丽时代官方的设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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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智:《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黄纯艳:《高丽史史籍概要》，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 张伯伟:《域外
汉籍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田廷柱:《朝鲜、韩国古代史学略述》，《史学史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徐健顺:《朝鲜早期史书辨析》，《东疆学刊》2006 年第 2 期。
李东辉:《崔致远的历史认识及其渤海观》，郑永振、尹铉哲主编《渤海史研究》10，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王匡廷:《唐代海东石刻文献的史料价值: 以崔致远〈唐新罗朗慧和尚塔碑〉为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 年第 4 期; 刘洪峰:
《〈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在渤海史研究中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08 年第 11 期。
杨昭全:《新罗名僧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研究》，《东疆学刊》2018 年第 3 期。
拜根兴:《回归历史: 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构成及其呈现的历史真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
杨渭生:《高丽朝鲜两朝的史学成就( 上篇) 》，《韩国学论文集》第 8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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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制度。①

由于高丽时代官修实录等资料已失传，金富轼( 1075—1151 年) 奉命编纂的《三国史记》成为朝
鲜半岛现存最早的官修史书。与此书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刘永智、李春祥、王小甫、苗威、李大
龙、李磊等纷纷撰文考释《三国史记》的内容、编纂方法、历史观等。②

一然( 1206—1289 年) 是高丽忠烈王时期的著名僧人，所撰《三国遗事》整理了以檀君神话为首
的很多口耳相传的故事，为研究朝鲜上古史及三国时期的佛教文化和民间信仰提供了宝贵资料。陈
蒲清、李春祥等人对《三国遗事》展开研究。③ 总体来看，学界倾向于否认一然在《三国遗事》中所载
檀君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但也注意到该书在保存上古史、佛教史、文学史等方面史料的贡献。2003
年，孙文范主持校勘的《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出版，为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④

此外，杨渭生、张碧波等对李齐贤、李奎报等高丽史家的著作及史学思想进行了剖析。崔岩、刘
畅从史学与政治、社会互动的角度考察了高丽时期史学活动所体现的政治文化意涵。⑤

3. 朝鲜王朝的史学。朝鲜王朝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史学遗产。曹中屏把朝鲜王朝的历史编纂
分为本朝史的官方编撰、前朝史与本国古代史的编撰、野史、本朝法典、地理学书籍的编撰等五部分，
对当时的历史编纂活动进行了系统梳理。⑥ 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是当前少见的以朝鲜
史书为对象研究朝鲜王朝史学史的论著。该书详细考察了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三国史略》《高丽
国史》《东国通鉴》等史书的编修过程、资料来源和史料正误等问题。⑦

郑麟趾( 1396—1478 年) 等编纂的《高丽史》，是朝鲜王朝初期成书的纪传体官修正史。《高丽
史》因其史料价值一直受到学界关注。近年来，针对该书本身的研究逐渐丰富起来。崔岩考察了《高
丽史》在修史模式、体例编排、历史观念等方面所受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王小盾、康鹏围绕《高丽
史》的编撰刊印问题进行了细致考辨; 孙卫国考察了《高丽史》对元朝东征日本的历史书写; ⑧魏志
江、陈卓对《高丽史》的版本进行了考察。⑨ 由魏志江主持的《高丽史校注》即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此外，王霞分析了官修编年体史书《高丽史节要》的成就与价值。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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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朝鲜王朝前期的古史编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崔岩:《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与中华传统史学》，《西北师大学报》2012 年第 4 期; 王小盾:《从〈高丽史〉的编印看鲜初史学》，
张伯伟编《风起云扬: 首届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康鹏:《明景泰二年朝鲜活字本
〈高丽史〉考辨》，《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 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 年版; 孙卫国:《朝鲜王朝官修〈高丽史〉对元东征日本的
历史书写》，《古代文明》2017 年第 4 期。
魏志江、陈卓:《〈高丽史〉版本源流与编纂体例考》，《史学史研究》2020 年第 1 期。
王霞:《〈高丽史节要〉的编纂特点及史料价值》，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 12 辑，中华书局 201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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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朝鲜王朝还纂修了本朝实录和其他诸多官方史书，形成了庞大的官方修史体系。《朝鲜王
朝实录》记载了朝鲜王朝近 500 年的历史，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层面。早在民国时
期，学界已注意到其价值。21 世纪以来，孙卫国考察了《明实录》与《李朝实录》的异同，并对《朝鲜世
宗实录》展开个案分析; 郭江龙的博士论文《朝鲜前期实录研究( 1392—1608 ) 》，细致爬梳了朝鲜前
期太祖至宣祖十四朝实录的纂修情况，并从实录纂修与政治斗争相互交织的角度，考察朝鲜王朝《成
宗实录》的编纂和改修问题。①

实录之外，万明、孙卫国等对朝鲜王朝的《时政记》《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同文汇考》《仪
轨》等官方史籍进行了探讨。② 张光宇《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研究( 1776—1800) 》详细考察
了朝鲜王朝正祖时期的官方史学成就。③

朝鲜王朝中后期，私家史学逐渐活跃，出现了众多史家和私撰史书，柳成龙、成海应、李德懋、安
鼎福、李恒老等是其代表人物。魏志江探讨了柳成龙所撰壬辰战争史书《惩毖录》的史料价值; 郑诚
就《惩毖录》的版本进行了考察，并整理出版了点校本。④ 此外，王元周关于李恒老《宋元华东史合编
纲目》的考察，杜慧月对《东国史略》的研究等，⑤皆有相应的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王朝还编撰了大量中国史书。孙卫国最早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在《朝鲜王朝

所编之中国史书》一文中，统计和分析了此类史书，并具体考察了李玄锡《明史纲目》、成海应《皇明
遗民传》等书。⑥ 这些朝鲜史书中，以《宋史筌》研究者最众，除宋晞的系列文章外，还有杨渭生、卞东
波、姜锡东等人的成果。⑦《小华外史》《续明史》等史书也得到初步探讨。⑧

4. 韩国近代史学。民族主义史学是韩国近代史学的主流。赵轶峰详细梳理了韩国历史编纂学
中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演变历程，深入分析晚近以来西方世界朝韩历史编纂学研究的特点。⑨ 王元
周探讨了韩国近现代民族主义史学、在野史学等历史观对中韩关系的影响。瑏瑠 个案研究主要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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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周:《华西学派的正统认识与本国认识辨析: 以〈宋元华东史合编纲目〉为中心》，《韩国学论文集》第 13 辑，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5 年版; 杜慧月:《〈东国史略〉的版本及其流传》，《文献》201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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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渭生:《〈宋史·高丽传〉与〈宋史筌·高丽传〉之比较》，杨渭生:《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卞東波:《〈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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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采浩和朴殷植。朴龙根、李相益、李春实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申采浩民族主义史学的特色。朱政
惠分析了爱国史学家朴殷植的史学著作和思想。① 在韩国近代史家及著作的研究中，曹中屏关于崔
南善的研究，崔惠珠、羽离子针对金泽荣史学的专门研究较有代表性，②从个案角度丰富了对近代韩
国史学的认识。

5. 现当代韩国史学。目前，国内学界对现代韩国学界史学动态的关注虽然相对较少，但也有一
些研究成果。如，李宗勋考察了韩国的高句丽研究及其史观，白永瑞评述了韩国的中国认识与中国
现代史研究的基本概况，李荣昊、金锦子分析了韩国学界“内在发展论”的历史认识，赵宇然、朴灿奎
考察了韩国所谓“在野史学”的高句丽史认识倾向。③ 同时，国内学界也译介了一些韩国学界的史学
史研究成果。④

( 二) 中韩史学交流与比较

朝鲜古代史学的形成、发展和繁荣，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深刻影响，更离不开双方长期、广泛的
史学交流。目前，学界针对中韩典籍文化交流已展开了相关研究。杨渭生、张升、杨雨蕾、黄修志、季
南、申慧青等发表了一系列论文。⑤

孙卫国积极倡导中韩史学比较研究，所著《明清时期中国史学对朝鲜的影响》一书，分析了《明
史》《明实录》《明纪辑略》、王世贞著作之东传朝鲜及影响。此后，他继续进行《皇明通纪》《史记》
《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东传朝鲜的研究，推进了中韩史学交流的研究。在宋元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的
众多史书中，以《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影响最大。继韩国学者权重达之后，杨雨蕾对两书在朝
鲜王朝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⑥ 此后，围绕《史记》《陆宣公奏议》《少微通鉴节要》《资治通
鉴节要续编》《大明会典》《明史》等书在朝鲜的传播与接受史，学界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⑦ 周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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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论文则从整体上分析了中国史学对高丽、朝鲜时代史学的影响。①

1994 年，韩国学者李润和出版《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从史学史角度揭示了中韩两国近代史
学在萌芽、成立、发展等过程中的异同，开中韩史学比较研究之先河。② 1995 年，朱政惠发表《关于中
韩史学比较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讨论了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和研究现状。乔治忠、孙卫国
撰文强调在东亚视野下开展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③

此外，还有一些个案比较研究。李润和分析了儒学在朴殷植与章太炎历史认识中的作用，崔玉
山比较了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的异同，张晓宇考察了中国现代历史意识及
其与日韩学界的差异，④皆值得重视。

三、分析与展望

以上对 20 世纪以来中韩史学交流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进行了梳理。经过长期探索，中国
学术界在相关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就。针对目前研究现状，笔者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始于利用朝鲜汉文史籍讨论中国史相关问题，该领域的研究人员呈现

出多学科的特色。早期以中韩关系史、东北史、断代史研究者居多，近年来域外汉籍研究蔚然成风，
许多学者从文献学角度讨论了朝鲜史书和中韩史学交流的相关情况。这些研究成果在纵向上覆盖
了从朝鲜半岛三国时代直至现当代的史学概况，在横向上涉及文献的史料价值、历史编纂学特征、史
家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等诸多问题。这些丰富的成果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第二，随着史学史学科日渐成熟，许多史学史研究者倡导开展中外史学交流与比较工作。由此，

中韩史学交流和韩国史学史已成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分支。截至目前，已有大量学术积累，特别是硕
士、博士学位论文日渐增多。其中，在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和南开大学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中心，不少研究生从事韩国汉文典籍、韩国史学史和中韩史学比较方面的研究，已成为中韩史学与文
化比较研究的重要阵地。
然而，中韩史学交流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同样也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现有研究成果以单篇论文为主，系统性研究专著相对较少。由于学界以往的研究多是从

中韩关系史或相关断代史的视角出发，对朝鲜史籍或史家进行有限度地研究，缺乏对朝鲜史学的宏

观把握和系统考察，研究成果也较为零散，且很大一部分为介绍性论著。专著仅有杨军的《朝鲜王朝
前期的古史编纂》等少数几部，迄今尚无一本系统的朝鲜史学史专著，这应当成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二，研究成果不均衡。现有研究集中于《三国史记》《高丽史》《朝鲜王朝实录》《宋史筌》等一

些重要史书和金富轼、郑麟趾、申采浩等史家身上。相比之下，其他方面的探讨十分贫乏，仍有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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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尚待挖掘，尤其是对韩国非汉文史籍的关注极少，亟待补充。
第三，韩国学术界自 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一系

列论著。通史性质的史学史专著有金哲埈《韩国史学史研究》、申滢植《韩国史学史》、朴仁镐《韩国
史学史大要》等，关于朝鲜时代的有韩永愚《朝鲜前期史学史研究》《朝鲜后期史学史研究》、赵诚乙
《朝鲜后期史学史研究》，关于近现代史学的有赵东杰《现代韩国史学史》、李万烈《韩国近代史学的
理解》，关于中韩史学交流的有姜明官《朝鲜时代书籍与知识的历史》等。① 这些著作中有许多独到
见解，值得中国学者参考。在专题和个案研究方面，吴恒宁对《朝鲜王朝实录》的研究，金庆洙对朝鲜
时代史官制度的考察等，都具有重要学术价值。② 此外，《韩国史学史学报》自 2000 年创刊以来，刊
载了大量韩国史学史和中韩史学交流的论文，值得关注。然而，国内学者往往通过译著、译作的方式
了解国外特别是韩国学界的研究现状。目前，上述诸书仅朴仁镐一书译为中文，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中国学者吸收利用韩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无法与韩国学者进行有效对话。
有鉴于此，今后应当在如下几方面推进中韩史学比较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
首先，韩国传统史学发达，留下了大量汉文文献，其中尚待挖掘的史书仍有很多，应扩大研究范

围。文献资料的出版是学科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朝鲜—韩国史学的文献积累日渐
丰厚。《韩国文集中的蒙元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明代史料》《韩国文集中的清代史料》《域外汉籍珍
本文库》《域外所见中国古史研究资料汇编·朝鲜汉籍篇》《朝鲜汉文史籍丛刊》等大型资料的搜集
和编纂，成为本领域开展研究工作的坚强后盾。
其次，在拓宽研究广度的同时，还应力争在研究深度上有所突破。针对韩国史学的研究不能仅

停留在对相关史书、文献史料价值的挖掘上，还要从史学史的角度深入总结史家、史书蕴含的编纂思
想、历史观、史学思想等，进而挖掘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因素，实现对研究对象多角度、立体化的审视和
考察。
最后，中国学界应该以开放的态度，加大对国外学术作品的译介力度，同时研究者也应着力提升

自身外语水平，更好地吸收借鉴韩国、日本、欧美学者的相关成果，加强和海外学术界的交流，推动中
韩史学比较和朝鲜—韩国史学史研究走向繁荣。

( 作者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秦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助理研究员; 邮编: 300350)
( 责任编辑:张舰戈)

( 责任校对:廉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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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nales”in Tacitus＇Historical Writing and Its Political Function / / Cai Lijuan，Wang Ao

Tacitus chronicled the history of the Ｒoman Empire from Augustus to Domitian in the Annales.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he discussed the funda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ity and politics. In doing so，
he attempted to pro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ulers ＇ virtues and the quality of principate as a political
system. He spent his political career mostly under Domitian＇s reign，and began writing history during Trajan
＇s period. He was cautious in historical writing due to Domitian＇s tyrannical rule，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he hoped to provide lessons to the noble class through writing history，and to cultivate virtues.
For both reasons，he chose the annals rather than the popular genre，imperial bibliographies，in his
writing. Although emperors remained at the center of the narrative，Tacitus focused on emperors ＇ ruling
skills and trickeries as well as the noble class＇ response in this work. His way of writing betrays his motive.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 / Liao P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formation an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as been a focus
of studies in Western scholarship. The American historian John Brewer proposed the concept of the“fiscal-
military state”，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administration，sophisticated taxation，and
increased military strengths among early modern European states. This concept became an important
framework for historical analysis，but scholars have also pointed out some of its flaws. For example，it
overplayed the capability of early modern states and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fiscal resources. Some
Western scholars have recently attempted to revise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theory. Challenging the
dichotomy between“public”and“private”sectors，they adopt the concept“contractor state”in focusing on the
states＇practice of contracting their war efforts to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doing so，they highlight the essential
roles played by private sectors in the military endeavors of early modern Europe. Applying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they adopt the concept of“fiscal-military system”to further study the interactions among states，
semi-sovereign polities，and private actors，in which manpower，money，supplies，expertise，service，and
information required were exchanged through a number of“fiscal-military hubs”，portraying a Europe-wide
network for mobilizing a variety of military resources. These studies have drastically enriched the perspectives of
and broadened th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litary history as well as state forma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Fu Yiling ＇s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Ｒepublic of China / / Li Zhengjun

Influenced by the Debate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Fu Yiling established his problem consciousness
of studying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en years，he embraced the universal law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reveal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an important tool for analyzing
Chinese social history. Different from those scholars that“sacrificing materials for formulas”in the earlier
debates，he began to wor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law and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history. He verified the rationality of the theory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instead of“taking the
method as the conclusion”. These outstanding features in Fu＇s research are the reflections of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studies of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during the Ｒepublican period in China.

Ｒ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Studies of Ancient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in the Past 100
Years / / Sun Weiguo，Qin Li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lassics printed in ancient Korea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Since then，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Korean historiography started to unfold.
Historians such as Meng Sen and Wu Han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in this field. Political situations
ha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study of this topic from 1949 to 1992，bef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During this period，scholars in Taiwan，China，produced some
pioneering works，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tudie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after 1992. A review of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show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results of Chinese academia: there are a greater quantity of papers than monographs，of
thematic and narrative reviews than comprehensive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more attention to Korean
historical books in Chinese than non-Chinese Korean historical books，a greater quantity of self-talking
monologues than dialogues with Korean academic circles.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scholars need to make
more comprehensive efforts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studies of Korean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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